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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英语水平学习者英语动词后缀联想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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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，杭州 310058) 

 

摘要：对英语学习者进行英文词词汇联想测量结果表明，低年级大学生对高、低熟悉性词产生的派

生词联想均显著多于屈折词；研究生的联想结果中屈折词的数量显著高于低年级大学生。因此，

低年级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词的形态特征来组织英语词汇；英语学习者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，

母语的负迁移程度减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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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Word Association Study into English Learners’ Verb Suffix 

 

Li Junmin,  Li Degao 

(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, Zhejiang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58, China) 

 

Abstract: A word association study reveals that lowproficiency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produce 

more derived words than inflected words for both high and lowfrequency words.  Students who have 

high proficiency in English produce more inflected words than low-proficiency learners.  The results 

suggest that lowproficiency learners rely more on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to construct their English 

lexemes and that the negative mother tongue transfer diminishes as the learners’ proficiency improve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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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的形态变化在字母语言中比较常见，如屈折

形态，派生形态等等。其中词素变化不改变词性，

如名词后的复数形式(s)，动词的第三人称变化(s)

等，属于屈折形态；而改变词性的后缀，如形容词后

加ly 使之成为副词的，则为派生形态。词的存储方

式以及词素在大脑中的加工模式一直是心理语言学

的一个重点，母语(L1)和第二语言(L2)中词素处理

是否有区别也一直存在争论。目前关于母语是字母

语言的第二语言学习者，其词素处理的实验研究涉

及德语、意大利语、俄语、挪威语等等，但研究结果

各不相同[1]。字母语言词形态变化比较常见。同属

于字母语言的 L1 和 L2 有一定相同之处。然而，汉

语中 85％的词是合成词，没有屈折形态变化。而汉

字在认知加工上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，中国大

学生在学习英语词汇时，词缀在大脑中的储存方式

可能会因为汉字的构造而产生不同于字母语言国家

的二语学习者的记忆方式。 

一、L1 和 L2 词素处理的三种理论模型 

动词的屈折形态包括第三人称单数(s)、过去

时(ed)和进行时(ing)，动词的规则和不规则屈折

形态主要体现在过去时的变化上。有关过去时的争

论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，一些学者认为英语过去

时态的学习是单一模式(singlemechanism model)。

然而，这与一直以来观察到的儿童学习过去时变化

的规律不相符合。儿童在能正确使用不规则动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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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式之后，又会因为规则的过度应用(overge- 

neralization)，在不规则动词后加ed。比如，儿童会

在掌握了 went 之后，又会用 goed，而且儿童在遇到

生词时，会自动应用规则动词的变化，但随着语言能

力的不断进步，不规则动词的习得有别于规则动词。

为了解释这个现象，Pinker 提出规则动词的过去时

是规则应用，而不规则动词却是整体储存。这样两

种不同的处理模式就被称为“双系统”模式，又称

“words and rules”论[2]。在 L1 中，“双系统”模式

认为，不同的神经知觉区域相对应心理词汇和心理

语法。心理词汇储存了词的所有信息，包括意义，

发音，与该词相关的不可预测的语素(如不规则动词

的过去式)[3]；心理语法包含了句法和语素的有规律

的组合。因此根据双系统模型，对于应用规则结合

的词是不存在频率效应的。 

“单一系统”模型认为，L1 中所有单词都是通

过记忆储存在大脑中，规则只是描述性的，所有单词

无论是否有规律，不管是屈折形态还是派生形态都

是通过语音和语义联系存储在心理词汇中，所有的

单词都应该有频率效应，因为储存在大脑词汇中词

的提取是根据该词的使用次数来决定的。 

支持 L1和 L2共享同样习得过程的理论模式也

分为“双系统”和“单一模式”，理论基础与 L1 的

情况一样。但也有理论模型认为 L1 和 L2 的习得过

程很大程度上不同，习得 L1 的那种浸入式的模糊习

得，不可能被 L2 学习者仿效[4]。 

一语对于二语的影响是不容争辩的，但是实验

结果却各不相同。BasnightBrown 等分析了规则动

词的屈折形态启动效应，发现尽管 L2 的加工过程要

慢于 L1，但基本过程还是相似的[5]。Bowden 等考察

了 L1 和 L2 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屈折词素的加工，

发现对于 L1 来说，某些屈折词素有频率效应，也就

是高熟悉性的词干没有变化的屈折词素产出特别

快，这些动词的屈折形式是存储在心理词汇中的，

而 L2 学习者对所有类型的屈折形式都有频率效应，

显示所有动词的屈折形式都是储存在心理词汇中。

该实验支持双系统模型的假设[4]。 

二、屈折词素与派生词素在大脑中的 

处理方式 

规则的屈折和派生形式的词，其存储和提取则

存在着两种假设：一种假设是，词以词干的形式被

存储，而在再认和生成时需要进行形态分析；另一种

假设是，词以分解的形式存储，但在再认和生成时并

不需要解析成词缀和词干[6]。神经心理学和脑成像

研究证明了屈折词素和派生词素的处理和加工是独

立的，屈折词素的处理和加工发生在左前脑区，规则

的屈折后缀以构成词素的方式处理，不规则的屈折

后缀以整体的形式得以处理。而右脑，尤其是右基

底神经节，对于派生型后缀加工过程起着显著的作

用[7]。 

Pinker 和 Ullman 认为，词频高的规则词的屈折

后缀也是整体储存在大脑词汇中[2]。在 L2 习得中，

规则动词的词频影响比 L1 更大，说明 L2 中规则的

屈折词素加工过程更有可能依赖记忆。Silva 和

Clahsen 发现，母语英语者其规则动词的过去式有形

态启动效应，而 L2 熟练者却没有发现启动效应，说

明 L2 学习者不能像 L1 使用者那样，把单词分解储

存[8]。这些研究结果支持水平较高的二语学习者在

加工规则词的屈折词缀时，与母语者加工过程不同，

倾向于整词记忆[89]。而母语者的加工模式则是分解

储存[10]，即词根和词缀分开储存，词缀与句法关系

紧密相连，如第三人称单数，或者过去时的规则形态

等等。 

派生形态的研究相对较少。由于派生形态不同

于规则的屈折词，较为复杂，涉及到音位变化，而非

简单的词根与词缀的组合，而且派生词在词性方面

与词根不同，且如果再加上一个词缀，能产生另一个

新词，所以派生形态的心理加工有别于屈折形态，

与语义、语音及书写代码都有关系[11]。Clahsen 和

Neubauer 在研究德语的名词化后缀时发现，一语者

在词频高的非启动词词汇判断实验中，反应时间比

二语者有优势，而二语者在整词效应上，比一语者 

强[12]。这说明在派生形态的加工方面，二语者与一

语者比较相似，部分是分解储存于心理词汇中，还有

部分属于整词记忆。 

三、实验 

(一) 基本假设 

对于英语词在英汉双语心理词典中是如何存

储的这个问题，陈士法等认为，英汉双语心理词典 

中既有以词素的形式存储的单词，又有以整词的形

式存储的单词，英语词汇在汉语学习者的双语心  

理词典中是混合存储的。复合词和派生词是以词素

的形式存储的，而屈折词则是以整词的形式存储  

的[13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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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陈士法等的研究也是以英语水平较高的

学习者(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)为研究对象，对于英

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的研究比较少。因此，本文从

不同英语水平学习者记忆规则屈折词与派生词等不

同形态单词的角度，探讨英语单词在英汉双语心理

词典中的存储单位，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。 

(1) 高熟悉性规则动词在不同英语水平的英

语学习者中，屈折词缀和派生词缀的存储方式是否

一致? 

(2) 低熟悉性规则动词在不同英语水平的英

语学习者中，屈折词缀和派生词缀的存储方式是否

一致? 

(3) 不同英语水平的学习者在动词的词缀联

想中产出更多的是哪一种词缀? 

(二) 实验设计 

1. 被试 

被试为 40 名浙江大学英语语言学专业研究生

(简称研究生)和 40 名浙江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二

年级学生(简称大学生)，两组被试的平均年龄分别

为24±0.84和19±0.75岁，男女生比例分别为 6 : 34

和 31 : 9。测试时，研究生都已通过英语专业八级，

英语熟练程度可以与英语本族语者自由交流；大学

生都已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考试，但词汇量

以及应用能力不能达到应用自如，与研究生相比，

英语水平低。 

2. 实验材料 

从语法角度说，动词属于所有词类中难度适中

者[16]，因此本研究选取动词作为研究对象，并从大

学英语四、六级词频列表中选择有尽可能多的后缀

的动词，如 act，有 acts，acted，acting，actor，actress，

action，等。所选动词至少可以产生 5 个带后缀的词，

共选出 67 个。 

在所选动词中，去掉过去时变化不规则的词、

带前缀的词以及与其对应的名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

的词，如 smile，a smile 是名词，因此不能作为实验

用词。实验前，请 40 位浙江大学非英语专业二年级

学生(不参加实验)评定难度：所有词列在一个表中，

每个词旁边排列 7 个数字 1～7，分别表示词的熟悉

等级。按照难度评定结果，在所选动词中，选择熟悉

性为 5.53(0.95)和 3.75(1.01)各 20 个单词，分别作

为高熟悉性词和低熟悉性词。 

(三) 实验过程 

在测试开始前的预测试中，指导语为：“请给下

列动词加上词缀，写出 4 个词。”结果发现学生仅认

为派生后缀才是后缀。因此在测试时词表顶端的中

文指导语改为：“在规定时间内写出所列动词的后缀

变化，或在词尾添加几个字母，(如有必要，可改动

最后一两个字母)写出有意义的单词，要求至少写出

4 个以上单词。例如，move→moved，movement；

contribute→contributes，contribution。”请两组学生

分两次分别完成高熟悉性词和低熟悉性词的单词联

想，每次规定时间为 30 分钟。实验完后，随机对两

组中共计20名学生进行调查，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，

考察他们是否认为 touch 与 touches，touching，

touched 是同一个词，后缀是否指派生后缀，屈折后

缀就不是后缀。 

(四) 实验数据 

在数据收集中，如果某被试对某个刺激词给出

的反应词字迹不清或空白，被视为无效。有效反应

词比率为 99.1%。英语中没有的、学生杜撰出来的

词不收录在内，比如 pay→payfor，wear→wearness；

有些词虽然存在，但不是该动词的派生形式的，也不

收录在内，如 wear→weary，die→diet。由于以上原

因舍弃了 1 022 个反应词，共保留有效数据 6 068 个

反应词。把被试对每一个动词产出的反应词按屈折

词和派生词分类，记录产生的反应词数，分为高熟悉

性词和低熟悉性词两类，借助于 SPSS 分析，结果如

表 1 所示。表 1 为连续性联想实验中，高熟悉性和

低熟悉性刺激词产生的屈折和派生后缀分布。 

表 1  连续性联想实验结果 

Tab.1  Continued word association 

 
大学生  研究生 

屈折后缀 派生后缀  屈折后缀 派生后缀 

高熟悉性 306 1 248  358 1 200 

低熟悉性 465 1 087  688 716 

平均值 19 58  33 49 

 

从表 1 中可看出，高熟悉性词中，统计大学生组

和研究生组屈折词与派生词的分布，相关系数为

54.0r ( 05.0p )，说明两者相关性较高，而且

两者都呈现派生词数量比屈折词多；而低熟悉性词

中，相关系数为 35.0r ( 05.0p )，大学生组和

研究生组就有比较大的变化，屈折词数目有很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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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幅度，而派生词数有所下降，尤其研究生组，变

化比较明显。 

同时，把学生对每一动词产出的第一个反应词

分别是派生或是屈折进行统计，因为第一个单词的

联想强度最大，结果如表 2 所示。表 2 为在单一性

联想反应实验中，高熟悉性和低熟悉性刺激词产生

的屈折和派生后缀分布。 

表 2  单一性联想实验结果 

Tab.2  Singleword association 

 
大学生  研究生 

屈折后缀 派生后缀  屈折后缀 派生后缀 

高熟悉性 78 312  86 300 

低熟悉性 121 250  174 189 

平均值 5 14  7 12 

 

联想强度(association strength)和联想离散度

(heterogeneity of the domain)是词汇联想结果定量

分析的两个主要指标[15]。所谓联想强度是对每个刺

激词计算各个反应词的频数占有效反应词次数的比

例。不同反应词对应有不同的联想强度，其中最大

者为主联想强度(primary strength)。联想离散度则

是指被试对每个刺激词的不重复反应词的数量。 

对低熟悉性动词的联想离散度相关分析结果

如下：大学生组和研究生组对所有刺激词联想离散

度的相关系数为 44.0r ( 05.0p )。根据扩散激

活模型，如果说联想强度反映了节点之间连线的粗

细程度，那么，每个刺激词对应的联想离散度则体现

了对应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联系的数目大小。因此，

大学生组和研究生组联想离散度不相关现象说明，

前者对同样刺激词产生的联想和后者有质的不同，

高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和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对低熟悉

性词的反应有所不同。 

四、讨论与结论 

大学生对于高熟悉性词联想结果发现，派生词

的数量多于屈折词；而对低熟悉性词的联想，派生词

数量虽然仍多于屈折词，但屈折词的数量有所上升。

这可以说明学生在看到低熟悉性刺激词时，派生词

的产出减少，因此从词形变化入手，更容易产生带屈

折后缀的反应词。大学生的屈折词缀大多为ing，

ed，很少用词缀s，而该词缀在研究生的反应词中

就出现得较多。由于汉语中并没有屈折词缀的概念，

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学生较容易产生派

生词。目前的实验不能完全解释学生看到刺激动词

后产生的派生词，完全是由于汉语词储存方式的  

影响。 

Schmitt 和 Meara 在考察日本学生学习英语动

词的屈折后缀和派生后缀与词汇量的大小和语言水

平的关系时发现，学生选择的动词后缀中有 57 %是

屈折型后缀，而在另一产出实验中，只有 15 %的后

缀属于派生型词缀，学生最熟悉的 4 个后缀中有 3

个是屈折型后缀[14]。这与本次实验结果有很大区别，

是否因母语对二语的影响所致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

证据。 

被试对动词派生词的敏感性高于动词屈折派

生词，说明汉语的构词理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英语

学习者，汉语的形态特征在二语学习中有一定的迁

移。从实验结果来看，我们倾向于认为以汉语为母

语的学生在学习英语词汇时，在其英语还不是很熟

练的阶段，由于受母语的影响，屈折型词缀和派生型

词缀可能都是以分解形式储存于大脑词库中，因此

在处理派生词缀和屈折词缀时，结果与字母语言国

家的二语学习者不同。 

陈士法等用反应时的方法，证明高水平的英语

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中，复合词和派生词是以词素的

形式存储的，而屈折词则是以整词的形式存储的[13]。

在词汇的提取中，分解的词汇可能更容易被提取，

由于整词的记忆和提取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，因而

整词反而不容易被提取。因此这可以解释在单一性

联想实验中，学生的联想反应词以派生词居多，与本

实验相一致。 

在对学生的调查中，发现有 85 % 的大学二年级

学生认为规则动词加上屈折后缀后，比如 touch，

touches，touched，touching 是同一个词，他们不知道

屈折后缀这个概念，通常把这一概念称为词形变化。

而且他们认为后缀就是指派生后缀，所以，在实验时

设计的指导语为“请在下列动词的词尾添加几个字

母，(如有必要，可改动最后一个字母)写出有意义的

单词。”而不是“请在下列动词后加上后缀”。如果

学生知道后缀也可以包含形态变化，我们推测学生

在连续性单词联想中会直接写上屈折后缀的几个变

化，而不再思考是否还有派生后缀。 

较低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在产出带词缀的词时，

会产生一些非词，从词形变化来看，尤其是反应词的

错误来看，大学生对英语词的组织可能过于拘泥于

词的形态[16]。被试似乎有极强的基于词形产生联想

的倾向，因而能够通过变化词缀来产生新的词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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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他们似乎又过于依赖这种构词法意识。如，对于

刺激词“wear”联想出“wearness”这样的反应词，

这说明了大学生在极大程度上存在根据词的形态特

征来组织英语词汇的倾向。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

英语词汇学习中强记习惯的影响，也许还有来自其

关于汉字部件结构和笔画组成意识的影响。 

五、结束语 

从本次实验结果看，不同英语水平的英语学习

者对高熟悉性规则动词的屈折词缀和派生词缀的存

储方式几乎一致，派生词明显多于屈折词缀。英语

水平高的英语学习者，在低熟悉性规则动词的记忆

方面与高熟悉性词表现比较相似；而英语水平低的

英语学习者屈折词有所增加。总的说来，不同英语

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在动词的词缀联想中产出更多的

是派生词，而不是屈折词。所以，导致这种与国外研

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可能源于母语影响，但是目前

的研究还不能充分揭示母语对不同词形心理表征影

响的本质。研究中仍存在一些缺陷，如实验设计比

较简单；在被试选择上，实验之初忽略了英语水平测

试环节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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